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起與近代

中國尋找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的開

端幾乎同時發生。1894至1895年間的

甲午一戰，中國慘敗於日本之手，從

此讓中國人從四千年大中國夢中覺

醒，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

國根本不是甚麼所謂「天朝大國」，而

是「東亞病夫」1。可以說，十九世紀

的中國人從頭到腳，從z到外都出現

問題。男人頭纏長辮，幾百年來汲汲

於科舉考試，滿腦子孔孟之道，以白

面書生、四體不勤為榮，頭出現了問

題，陽剛氣更是欠缺。中國女人從明

清以降，以三寸金蓮為美，以弱不禁

風、一步三搖為自豪，裹腳的風俗導

致近半中國人屬於殘疾之列。病態的

男人與殘疾的女人，必然導致病態的

國家。嚴復、梁啟超、張伯苓等先哲

開始大力鼓吹中國人要向西方學習，

根治中國人的頭腳痼疾，重塑國人形

象，尋找新的國家認同。以西方為目

標的國際化進程在中國開始啟動。這

一巨大思維變化，為中國人接受西方

的思想及體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礎。

就在中國甲午戰敗、人心思變的

同時，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於1894年在

法國問世，兩年後第一屆現代奧林匹

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行。但奧林匹克運

動最先被介紹到中國，倒不是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的功勞，而是與另一個

國際組織——基督教青年會（YMCA）

密切相關。1895年，基督教青年會首

次在中國的天津市設立分會，並大力

推廣西方體育，籃球、排球等現代體

育競技運動一一被引進中國。後來的

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之成為中國

奧林匹克運動的先驅，被當代中國人

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奧運三問」之所

以出現在天津，都是跟基督教青年會

天津分會密不可分的2。甚至近代幾

乎所有中國的體育領袖都或多或少與

基督教青年會有關。中國之所以在

1922年成為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一

員，同年王正廷之成為首位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中國委員，1910年開始的

全國運動會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凡此

種種，都與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及參

與密不可分。這也說明，中國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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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結從一開始就是與其國際化進程有

關。換句話說，中國之捲入現代奧林

匹克運動歸根到底是其尋求國際化的

產物。

一　百年一夢

質言之，中國近代體育的「奧林

匹克之夢」和幾代中國人如何利用西方

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

同及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密不可分。

1907至1908年間中外人士共同提出的

「奧運三問」，實際上並非z眼於中國

的體育競技實力，而是側重於提高中

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生存能力3。從

晚清到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百年間，一根三朝共享的清晰主線就

是體育的政治化。自1895年以來，中

國人一直以西方的國家認同體系及價

值觀為參照系和依歸，其意欲通過參

與奧林匹克運動等各種方式加入西方

主宰的國際體系即為明證。

中國最早的關於奧林匹克運動會

的系統介紹書籍，即用《我能比呀》作

為標題。其編者宋如海（基督教青年

會幹事）在介紹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

會時用「我能比呀」來翻譯Olympiade，

可謂既傳神又得體，充分反映中國人

希望被外人承認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

態4。1932年中國第一次參加奧林匹

克運動會更是與國際政治有關。中國

最初本無計劃派運動員躬逢盛會，但

有關日本可能藉以滿洲國的名義參賽

來變相使滿洲國在國際社會中合法化

的消息，讓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並

最終促成劉長春1932年單刀赴會洛杉

磯奧運會的壯舉。1945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中國的國際地位一時得以

空前提高。一時的大國心態導致部分

國人思考如何有大國作為。王正廷、董

守義、張伯苓等人打算藉申辦1952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來鞏固大國地位，展

示中國的大國作為5。可惜，隨之而

來的國共內戰讓這一計劃胎死腹中。

1949年蔣介石政府因內戰敗北，

不得不遠走台灣。但中國體育的政治

化因此更為複雜，因為海峽兩岸的兩

個政府都宣稱代表中國，譴責另一個

是偽政府。世界冷戰格局讓「兩個中

國」問題更為複雜難解。國際奧林匹

克運動因為「兩個中國」問題差點解

體。在「漢賊不兩立」、「有它無我，有

我無它」的思想支配下，海峽兩岸從

1949到1979年這三十年間利用國際奧

林匹克運動這一平台，展開無休無

止、無所不用其極的外交較量，讓國

際社會特別是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無

所適從，疲於應對6。

1952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可謂兩

岸在國際冷戰格局下施展政治角力的

首次較量。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最初

由於對兩岸誰代表中國搞不清楚，先

是決定都不邀請與會，打算奉行鴕鳥

政策。在各方的抗議下，國際奧委會

被迫改弦易轍，邀請北京及台北雙方

北京1952年赴赫爾辛

基奧運會不是為了比

賽，而是為了政治需

要，為了向世界展示

北京代表中國，強烈

反對台灣在國際奧林

匹克大家庭中佔用一

席之地。圖為對「我

能比呀」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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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人文天地 參加。但北京直到奧運會開幕的前一

天才收到邀請。台灣對奧林匹克委員

會邀請大陸的決定很是不滿，以拒絕

參加表示抗議。此舉正中北京下懷，

代表團立即收拾行裝與會。雖然直到

閉幕式的前一天才趕到赫爾辛基，因

而事實上未能參加任何重要比賽。此

舉讓人難以理解北京與會的初衷，但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話來

說，遲到不是北京的錯誤，能把五星

紅旗插到奧林匹克會場即是勝利。顯

然，北京的赴會根本不是為了比賽，

而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向世界展示

北京代表中國，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存在，強烈反對台灣在國際奧林匹

克大家庭中佔用一席之地。

但當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拒絕把

台灣逐出奧林匹克大家庭後，北京在

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下於1958年退

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直到1979年，

北京才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在此

二十一年間，北京因政治考量拒絕參

與絕大多數重要的國際體育盛會。體

育的政治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變本

加厲，在體育比賽中奉行「友誼第

一，比賽第二」的政策就是明證。體

育還成為中共操縱國際政治的一個重

要砝碼。1971至1972年毛澤東對美國

展開的乒乓外交可謂其中經典範例。

1979年北京重返奧林匹克運動及

其他主要體育賽事後，利用體育向世

界展示一個開放的新中國，力圖用奧

林匹克金牌數目來證明中國是強國。

金牌至上、舉國體制、「國內練兵，

一致對外」成為1980年代後中國體育

的新政治。這一政治和二十世紀初的

「奧運三問」的背景是一脈相承的。唯

一不同的是，北京意在通過體育賽事

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化也是一個重要考

量。在1907至1908年間，中國人公開

提出中國何時可以舉辦奧運會的問

題。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九屆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可謂中國人百年

奧運夢的圓夢之年，也是百年中國人

追求國際化的顛峰之時。

2008年奧運會屬於中國，更屬於

世界。遺憾的是，一些西方國家、政

客、媒體、組織，出於各種考慮，對

中國主持的這一世紀全球盛會，並不

是樂觀其成，而是橫加挑剔，百般干

擾，竭盡破壞之能事。但「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中國的崛起已是

不爭的事實。從技術層面上說，北京

可謂成功舉辦了一屆讓世人矚目、無

與倫比的精彩奧運會。2008年也必將

因此成為中華民族百年來為實現國際

化而上下求索的轉折點。奧運會的口

號是「更高，更快，更強」。全體中國

人本來應該藉奧運會的巨大成功來心

平氣和地反省，為甚麼國際社會對中國

存在許多誤解或敵意，並進而藉奧運

契機，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再造一個

更為自信、自尊、自強、寬容、祥和的

民族家園，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中

國政府的政策似乎離該目標還是很遠，

似乎毫無反省、檢討的胸懷。國家體

育總局的領導人更是在北京奧運會後

聲稱體育的舉國體制要繼續實行下

去，現行體育政策無改弦易轍之必要。

二　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

雖然中國在1932年即參加奧運會

比賽，但直到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

上才拿到首枚金牌。令中國人喜不自

勝的是不僅拿到了金牌，而且在此屆

奧運會上，由於蘇聯及其盟友的抵

制，中國一舉拿到十五枚金牌，可謂

開門紅。舉國欣喜若狂，開始自認為

金牌至上、舉國體

制、「國內練兵，一致

對外」是1980年代後

中國體育的新政治。

這一政治和「奧運三

問」的背景是一脈相

承的。不同的是，北

京意在通過體育賽事

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化

也是一個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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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大國。也正是在此奧運會上，中

國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要舉辦奧運會。

可惜好景不長，在1988年的漢城奧運

會上，由於蘇聯等體育強國參加，中

國僅得到五枚金牌，舉國情緒失落，

認為「兵敗漢城」。在2008年的北京奧

運會上，中國發奮圖強，拿到五十一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比屈居第二

的美國高出不止一籌。國人頓時感覺

飄飄然，春風得意。

但這是否意味中國是體育超級大

國了呢？根本不是。首先，五十一枚

金牌是舉國體制的產物，是無數運動

員、教練默默奉獻、甘當陪練的結

果，甚至用犧牲金牌得主的青春及幸

福來取得的。金牌數量根本不能反映

中國體育的總體水平。更重要的是，

中國在重要體育項目上根本無法與體

育強國媲美。這一點尤其反映在足

球、籃球、排球所謂「三大球」上。中

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體委主任賀龍元帥

曾表示三大球不上去，他死不瞑目。

賀龍在天之靈恐怕現在眼睛還睜得大

大的，因為三大球仍未上去。男排、

男籃、男足尤其落後。如果以三大球

及田徑成績為衡量一國是否體育大國

的標準，中國不僅不是體育強國，甚

至可以說是世界病夫。許多彈丸小國

都比中國強。

其次，為甚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

不能找出十一人的足球隊，可以和世

界任何強隊分庭抗禮，一決雌雄7？

為甚麼一個因「東亞病夫」的頭銜激勵

了幾代中國人奮發圖強，最終實現

「奧運三問」的每一個目標的國家，到

頭來還是病夫，甚至是世界病夫？為

甚麼一個奧運金牌排名第一的國家的

三大球可以任人宰割，而無還手之

力？在三大球上，中國人的「我能比

呀」的雄心何在？在五十一枚金牌的

炫耀下雄心萬丈的中共領導人對上述

問題又作何解釋？鄧小平為超級足球

迷，多年前他就英明地指出，足球要

從娃娃抓起，他老人家可以拯救中國

經濟，但為甚麼就是無法拯救中國足

球？為甚麼中國為舉辦奧運會，不惜

投資萬億，不惜工本、成本，但許多

農村無錢蓋校舍、建體育場？許多農

民的孩子無法上學？為甚麼一個能夠

創造經濟奇m的國家不能提供至少是

二流國家的全民體育設施？難道我們

不應該好好反省思考麼？

更有甚者，1985年以來的各種報

告都顯示，中國國民體質不升反降。

中國的醫療改革事實上已經失敗，窮

人不敢看病，富人禁不起生病，救命

藥經常成為奪命藥。須知一個體育大

國首先是一個國民體質強健的國家，

民強才能國富。在中國人普遍體質不

好的情況下，在國民人均體育經費及

設施在全球殿後的情況下，在家長及

學校普遍不重視體育的情況下，自稱

體育強國可謂自欺欺人。要知道，一

個連教育都沒有普及的國家是沒有資

格談甚麼體育強國的。

中國崇拜金牌，在相當程度上是

不自信的體現。加拿大為1976年夏季

奧運會舉辦國，卻在自己的運動會上

一枚金牌未得，但這根本不妨礙加拿

大人舉國健身及對其國家和個人認同

充滿信心。印度直到2008年的北京奧

運會上才拿到個人首枚金牌，但印度

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並不會因為其拿

到或拿不到奧運金牌而改變。前民主

德國可謂體育強國，但因為自己的政

治制度的缺陷最終還是不得不被聯邦

德國兼併。前蘇聯可謂體育超級大

國，但1991年因為政治問題解體。凡

此種種，中國人特別是中共領導人難

道不應吸取教訓嗎？

一個體育大國首先是

一個國民體質強健的

國家，在中國人普遍

體質不好的情況下，

在國民人均體育經費

及設施在全球殿後的

情況下，自稱體育強

國可謂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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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壯的國民，才能組織強壯的國

家。強壯的國民不僅是身強力壯，而

且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和敢於

挑戰自我與權威的魄力。今天的中國

人大多做不到這些。他們不敢越位思

考，在體育上，不得不聽命於國家體

育總局許多自命不凡但根本不學卻有

權術的外行領導。在民主方面，中國

人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現行的

政治體制強迫他們唯唯諾諾，無法成

為頂天立地的強者。正如筆者在近著

《奧林匹克之夢》（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中指出，

一個崇拜金牌的國家不是一個自信的

國家；一個國民不能獨立思想的民族

不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不讓自己

的國民在精神和身體都健全發展的政

府，不是一個自信的政府；一個沒有

民主的國度，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

的體育強國。今天的中國，充其量是

一個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8。

三　中國化與國際化

中國之所以是一個金牌第一的世

界病夫，病根在於其缺乏獨立的國家

民族認同9，在國際上缺乏一種特立

獨行、以我為尊的主心骨。自十九世

紀以來，中國一直跟在洋大人後面爬

行。自1907至1908年提出「奧運三問」

以來，一百年過去了，幾代中國人的

世紀奧運會主辦夢終於在2008年得以

實現。夢圓之日也是夢醒之時！也是

反思一百年中國走向國際化艱難曲折

歷程的最佳時機！中華民族在國家認

同、價值取向、外交戰略諸方面，正

面臨z迫在眉睫的挑戰。何去何從，

關係到中國能否自立自強於世，並進

而長盛不衰、長治久安的大問題。中

國應該利用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

歷史契機，打破以西方為參照系的百

年求索軌m，重建國家認同新架構，

樹立中國文明體系，塑造中國獨立國

格，以不卑不亢、挺拔自信的姿態和

世界文明平等對話，共創二十一世紀

人類新秩序bk。

自十九世紀以來，無論是在國際

關係體系中，還是文化意義上的價值

認同方面，中國都失去了獨立基調，

並處於邊緣地位。在此提出中國獨立

這一概念，旨在引起國人對此問題的

關注，喚起所有炎黃子孫對中國獨立

發展戰略的關切。「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在全球、全中國對北京奧運

會有z良好印象的時刻，中國應該利

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全面審視

「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這一百年

命題。二百多年前的1793年，英使

麥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請

求中國和英國建立平等的外交及經濟

關係，我們因為盲目及無知，妄自尊

大，失去了一次參與國際平等對話及

建立中國在國際社會平等地位的歷史

契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再

也無法付出重蹈覆轍和盲從別人的高

昂代價。中國，曾是世界文明的中

心。然而，自十九世紀初以來，中心

大國失去了活力，並逐漸淪為配角及

挨打的對象。中國人直到今天仍未改

變這一邊緣化局面，因為西方似乎一

直掌握「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問

題的話語權，並主導對此一問題的

討論。

這種由上國淪為邊緣是一種不自

覺的過程。1840年代英國人以船堅炮

利把古老的中國強制拉入國際社會。

從此，中國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在完

全由別人操縱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文

中國之所以是一個金

牌第一的世界病夫，

病根在於其缺乏獨立

的國家民族認同。自

十九世紀以來，無論

是在國際關係體系

中，還是文化意義上

的價值認同方面，中

國都失去了獨立基調，

並處於邊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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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體系z，失去自我，無所適從。

洋務運動是中國人試圖扭轉這一尷尬

處境的最初反應，可惜事與願違。到

十九世紀末，中國的處境每況愈下，

並因此引起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向

西方學習，力爭加入西方的認同機

制，成為大多數先進中國人追尋的救

國方向。辛亥革命後，統治中國幾千

年的君主政體正式退出歷史舞台，作

為中國傳統文明核心價值體現的儒家

思想被拋棄，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在

中國建立。這是一個刻意效法美法政

治的時代，而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

建立標誌z中國邊緣化的新階段，即

由鴉片戰爭以來的迴避西方制度，轉

為加入西方模式，進而力爭加入國際

社會，以便最終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

中的非邊緣化。

1912到1919年間，可謂先進中國

人全心全意繼續甘做西方學徒的時

代，他們借用西方特別是美法的制度

來擺脫其在國際社會中的邊緣地位。

在幾千年文明史中，中華民族第一次

以西方為參照系來核定自身的地位，

試圖加入一個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明

基礎之上的國際體系。在這一期間，

一大批受到良好西方學術訓練的留學

生回國任職，身居要津。當時的國際

環境也對中國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爆發，使歐洲列強無暇他顧，給身

居邊緣及不獨立的中國，在外交上提

供了轉圜的餘地。美國的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總統，為了和歐洲

強國爭奪國際關係的執牛耳地位，提

出許多對中國等處於邊緣地位的國家

有誘惑力的主張，例如其鼓吹民族自

決、公平外交的十四點，公理戰勝強

權等。這些很能在中國引起強烈共鳴

的言論，也給中國爭取打破枷鎖，走

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根據。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外交充滿

了理想色彩，把全部希望寄託在美國

及西方身上。連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

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都曾大喊威爾遜

是世界上頭號大好人，遑論其他人

了。令人遺憾的是，在巴黎和會上，

公理並未像中國人期望的那樣戰勝強

權，而是一切照舊，強權即公理。山

東問題未得到解決，列強仍在中國享

受治外法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

約繼續有效。巴黎和會帶給國人的教

訓是，西方靠不住。一些先進的中國

人如陳獨秀、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對

西方感到失望，開始尋找新的救國良

方。源於西方但反對西方正統價值理

念的一套意識形態及理論體系——馬

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引起許多激進

中國人的濃厚興趣。基於這一理論的

俄國十月革命，也因此成為仿效對象。

經過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及艱苦卓絕的

追求，多災多難的中國終於和西方理

論的異端（馬克思列寧主義）結為連

理，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bl。

然而，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站起

來。中國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主義連

在一起，就注定我們無法真正站起來。

首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西方

的產物，中國把自己的國家認同和源

於西方、但被西方唾棄的思想捆綁在

一起，不但是不自信的體現，而且是

病急亂投醫的結果，是一段同k異夢

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不圓滿

的困局。1949年後，中國得到的只是

行政及主權獨立，但中國在國際上的

邊緣化地位依然未改。在政體上，中

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實乃西方的概

念。在意識形態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掛帥，顯然又是西方的產物。問題的

關鍵倒不在此，癥結是，這些結合並

沒有幫助中國擺脫邊緣化的困境。

1949年後，中國在國

際上的邊緣化地位依

然未改。在政體上，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

義，實乃西方的概念。

在意識形態上，用馬

克思列寧主義掛帥，

又是西方的產物。這

些結合並沒有幫助中

國擺脫邊緣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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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求國運於亂世，不惜委曲求全，成

為西方的附屬物，那麼，在1949年後

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形勢並未得到

多大改變。建國之初，年輕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了生存，不惜在外交上一

邊倒，甚至甘願充當社會主義陣營中

的所謂第二小提琴手。到1960年代

初，中國與兩大超級強國對抗，甘願

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但卻在思想

上、外交上充當無產階級革命的急先

鋒，導致了中國進一步遭受孤立和在

國際社會中的高度邊緣化。

直到今天，中國人的自慚形穢、

病急亂投醫的現象並未徹底消失，政

治心理情結上的邊緣化繼續存在。無

論是那些主張西化派，抑或堅持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人，儘管名義上分列兩

大不同陣營，貌似水火，不共戴天，

實際上在導致中國邊緣化方面殊途同

歸。袁世凱要稱帝，還得搬出一個

美國教授古德諾（Frank J.Goodnow）來

搖旗吶喊，借其之口為自己登基造

勢。這位教授的一篇論及共和政體不

適於中國的文章儼然成為袁氏可以南

面稱孤的護身符。無獨有偶，在現

代，曾幾何時，那些所謂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者，也動不動就援引馬、恩的

隻言片語來嚇人，彷彿他們的話是靈

丹妙藥或聖旨。甚至在今天，現代的

唯洋獨尊派在分析中國問題時，也是

如法炮製，好像洋人的話就是金科玉

律，儘管這些洋人也許對中國問題一

竅不通。

歷史的怪圈，似乎跳不出如來佛

的手心。為甚麼？根本原因在於中國

人近百年來在精神上一直彎腰匍行，

不能徹底站起來，眼前只有西方這個

參照系，無法「會當凌絕頂，一覽眾

山小」。如果十九世紀中國的落後挨

打，是由於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未

能順時應變，那麼二十世紀以來的國

人，則因為過於妄自菲薄，而為西方

所左右。在十九世紀，中國因為拒絕

接受西方的文明體系，導致中國的邊

緣化。在二十世紀，左右兩派過份以

西方的一切為依歸，同樣導致中國的

邊緣化。

從歷史的角度看，也許這兩個邊

緣化是某種必然的歷史過程，是我們

應交的學費。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畢業的時候

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

重山。」讓我們藉勝利舉辦奧林匹克

運動會之際，徹底揚眉吐氣，走出一

條以中國為中心、為參照系的康莊大

道來。學習西方的文明應僅僅是我們

的手段，而不應是目的。梁啟超很早

以前就奉勸國人要「學為中國人，學

為世界人」。康有為提醒我們應該「泯

中西之界線，化新舊之門戶」。嚴復

提出中國要「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

外而計其全」。孫中山則大聲疾呼：

中國人要「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

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

並驅」。魯迅的藥方則是「外之既不後

於世界文化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

之血脈。」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的

今天，中國人應該有能力、有魄力找

出一條獨立之路，來實現中華民族真

正意義上的偉大復興！

我們不再需要向世界證明自己，

不再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讓我們首

先厚待自己，特別是自己的國民。讓

我們享受奧運會及一切競技比賽，中

國運動員勝了，很好；輸了，中國依

然是偉大民族。只有自信的民族，才

是偉大的民族。只有自尊的民族，才

能享受別人的尊敬。只有在運動場上

輸得起的民族，才是真正會贏而且能

在十九世紀，中國因

為拒絕接受西方的文

明體系，導致中國的

邊緣化。在二十世

紀，左右兩派過份以

西方的一切為依歸，

同樣導致中國的邊緣

化。學習西方的文明

應僅僅是我們的手

段，而不應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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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民族。只有信任本國公民的政

府，才會受到別國的信任。本末是不

能也不該繼續倒置的bm。

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口

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事

實證明，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妄想。

在距1907至1908年的一百年後、中國

人終於實現「奧運三問」所有目標之

際，該是重新審視檢討一百年的國際

化軌m，重新思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

的國家認同的時候了。國際化的真諦

首先是中國化，中國化是國際化的終

極目標。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六十周年。六十年該是早已過了不

惑之年，也過了知天命之年了，我們

該集體思考甚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天命，甚麼是中華民族的天命，甚麼

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天命。只有對天命

有了清晰的定義後，中國的國際化才

不會繼續走彎路，中國人才會真正站

起來，才會真正成為體育及政治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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